“芦莘厍周大屠杀”史实补记

陈志强

篇前语：2006年，笔者与张志远、陆建忠、顾永翔、仇怀耕、朱俊良、胡小军等人一起就“芦莘厍周大屠杀”深入芦墟、莘塔、北厍、周庄等地进行前后三个月的调查，同时查阅了吴江档案馆所藏的有关档案资料，对于这个事件的史实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并参考陆景宣、金冶《追记芦、莘、厍大屠杀》、刘冀《周庄镇东垞大屠杀始末》和2004年《芦墟镇志》、2003年《北厍镇志》、1992年《周庄镇志》等文章、书籍，集成此文。

1942年2月至3月，日军在吴江县（现苏州市吴江区）东部地区制造了一起大屠杀事件，其规模虽比不上南京大屠杀，但其惨状也可谓骇人听闻。

吴江县原第六区所辖芦墟、莘塔、北厍、周庄四镇（现周庄划归昆山），位于县境东部边缘地区，其四地除与本县同里、黎里相邻外，分别与昆山、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青浦（今属上海）及浙江嘉善接壤。全区湖荡星罗棋布，河港纵横交错，为典型的江南水乡泽国，出入全靠船只，交通颇为闭塞。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日军在金山卫强行登陆。为避免腹背受敌，在上海的中国军队被迫向西撤退，其中一些零星部队流落吴江。这些零星武装滞留在吴江东部的河网地带，先后拉起两支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一支由田岫山（人称田胡子）带领，另一支以陈耀宗（此人独眼，人称陈瞎子）为首，他们曾与日军接仗大小数十次，结果由于力量悬殊而溃散。1941年3、4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忠义救国军”（以下简称“忠救军”）总部派阮清源率部进驻这一地区，并逐步向东渗透，以控制上海西郊广大农村。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留在上海的部分外侨得讯后连夜冲出“租界”到青浦农村，再由当地农民陪送到芦墟、莘塔、北厍等地稍作休息，化装后利用夜色掩护偷逾苏（州）嘉（兴）铁路后，经湖州、长兴、泗安等地，到达广德芦村“忠救军”总部，再送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

当时路过该地区的外侨中有一位是记者，到重庆后写了一篇“脱险记”，记述所历艰险，感谢中国军民给予的帮助，还把芦墟、莘塔、北厍等地誉之为“小重庆”。这篇文章在国外报纸上发表后，上海的日酋见了，十分恼火，立即下令出兵，大举“扫荡”这一地区的“支那兵”。于是，这里的人民大祸临头，遭受了极其深重的苦难。

1942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七），从苏州、吴江、嘉兴、嘉善、青浦等据点倾巢而出的千余名日军，由长谷川、加藤等日酋带领，分乘百余艘机船（形似“薄鞋”的柴油机船，群众称为“蒲鞋头船”），以水上飞机作掩护，以海军陆战队的小炮艇为前导，合击分驻芦、莘、厍、周等地的阮清源部。阮部在毫无回击准备的情况下，遭此突然袭击，仓惶失措，不战而溃。日军炮艇日夜游弋在分湖、元荡、三白荡等湖泊上，严密封锁水上交通。大批日军驻于各地，挨村挨户，搜捕“支那兵”、“便衣队”，搜缴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日军此次大“扫荡”，共计历时20天之久。就在这20天里，凡日军所到之处，同胞被戮，房屋被毁，资财被掠，生灵涂炭，惨绝人寰。

芦墟陷入一片血海之中

张家坟惨案  1942年2月21日早上7时许，日军数百人分乘10艘机船包围了芦墟镇，见人就抓，由于当时国民党“忠救军”阮清源部在芦墟办了一所宣传抗日的清华中学，学生有近百人，晚上学习，白天从事抗日宣传，相当活跃，因此，日军连十四五岁学生模样的人也不放过，分批押至西栅当栈房（即清华中学）、北栅凤祥春茶馆楼上和詹家弄北侧义兴祥布店火烧白场上。2006年时健在的张康凡、顾南寿、吴宝荣等人当时被关在凤祥春茶馆楼上，几百人人挤人地坐在地板上，没吃没喝，日军不时上楼来用木棒打人，盘问“支那兵”，被怀疑的人就被拖下楼去。芦东村的村民潘福祥、钱四海、钱连生等即被害于凤祥春茶馆。当天晚上，被押在义兴祥绸布店火烧白场上有300多人，“铜洋钿”（绰号）、“小漆匠”小五官等10余人被日军拖至三白荡溺死。2月22日，日军把部分民众转押至北袁家浜陈家墙门，三天三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还不时恐吓、拷打被押民众，三天里，陆续有人被指为“支那兵”而毙命。2月23日下午2时许，日军将关在陈家墙门及清华中学内的72人押往分湖滩的张家坟乱坟岗上，一一用刺刀刺死。日军行凶那天，正值张康凡被从凤祥春茶馆里放出来，他从家中西窗望出去，亲眼目睹了日军惨无人道残杀中国百姓的惨烈场面，他说：“一群双手被绑着的人，仰着天的，俯着地的，蜷着身子的，死得好惨啊，我一直忘不了这一景象。”在被害的72人中，有顾南寿的表亲凌汉和，有东玲村的凌根生，有芦东村的姚老虎、沈荣生，有草里村的王四林、张阿三、钱坤生、吴阿金等等。芦东村的邱阿四因用两个尸体堆在身上，才躲过了日军的屠刀，侥幸地存活了下来。

甘溪村连遭劫难  1942年2月21日，日军冲进甘溪村，大肆杀人抓人。吴四福的祖母和另一位阿婆被杀死在港北，邻居陆金泉被日军抓到莘塔西南的陆家桥杀害，两位叔父在芦墟南栅港看守渔簖，被抓后押至分湖南岸浙江嘉善县陶庄的严家坟杀害。在这一天，村上吴金林（吴阿土之父）、王三姐（陈阿土之母）、王二姐（吴杏生伯母）等人也惨遭杀害。同年3月4日，日军再次闯入甘溪村，变本加厉地烧杀抢掠。这一天正是村民陈阿照结婚的日子，因人多一时未能及时逃跑，结果，新郎陈阿照一家5口人全遭杀害，陈小弟一家3口、陈贵生一家3口也全被日军当场杀死。当时，被日军杀害的还有陈德龙、陈连奎、陈志龙3人的妻子。三家的房屋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血流满地，惨不忍睹。眨眼工夫之间，14人就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日军还放火焚烧了全村的房屋，整整烧了两天一夜，共烧毁房屋140多幢，使全村180多户人家计500多人无家可归。

“利字窑”惨案   1942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八），时年二十岁的张永泉从家里到风水墩窑厂去，只见一艘日军汽艇扫着机关枪驶过来，靠岸后，4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将他和吴梅生、小费、大同公司会计等五、六个人及20多个被抓的百姓，赶进利字窑内。大家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心里都非常害怕。不一会，日军强迫3个窑工搬来柴草，堆在窑门口，然后，放火烧了起来，浓烟烈火直往窑里灌。小费熬不住了，冲了出去，当即被日军用刺刀刺死。日军还向窑内连扫机关枪。几分钟后，日军从窑顶浇水的洞口向窑里扔了3颗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日军还在窑顶上堵死了烟囱，阵阵浓烟弥漫在窑内。张永泉幸亏站在近窑门口，烟呛得轻一些，只是觉得两条腿很是沉重，后来知道自己被炸伤了。

当时，窑内有好多人死伤。日军见窑内没了动静，以为里面的人全都死了，便开着汽艇走了。窑内没死的人逃了出来，张永泉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后来，家里花了好多钱才慢慢治好了他的伤，至今，他的左额头、左腋下、右脚踝和腿上尚留存着6处伤疤。时年16岁的王荣生则亲见了“利字窑”屠杀事件，他看到日军在强迫3个窑工将柴草搬至窑门口后，即将其全部用刺刀刺死。他还看到，日军开着汽艇走后，又折回来用小钢炮向窑这边打了3炮。

北芦墟村惨案  1942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八）早上，日军乘机船从西北边的三白荡和东边的大渠荡包围了北芦墟村。日军冲进村后，见人就杀。据解放初土改时统计，那天全村被日军杀害共达72人，全家被害的有3户7人，外村来的客人有4人，婴幼儿8人，大部分村民在家中或在屋场附近被害，其中20多人被日军每两人一扎（各扎一手臂），串连着牵到泗洲寺北面乱坟岗上用刺刀刺死，其中孙福林、孙保生、顾耀祥等3人受重伤未死，成了后来的见证人。日军进村时，还放火烧毁了8户人家的房屋计30间。

城司村惨案  1942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七）上午约9点半，日军两艘轮船从大渠荡驶进了城司村村东的小河港，停船靠岸窜入村里，搜查“支那兵”与可疑人员。在停留的约3个小时里，日军大肆残害村民，枪杀了吴金林、吴阿留之母、吴二宝姑母等人，打伤了吴杏生伯母等人，还抓去了陆昌兴、吴大官、吴老夫、陈寿福、陈通元、吴金夫等人。被抓的人押至莘塔镇北酱园，遭集体屠杀，其中陈通元由于未刺中要害而死里逃生；吴金夫在押解途中被绑在最后一个，又因绳索扎得不紧，于是，他趁天黑，跳入河中逃掉，总算免遭毒手。

姚家浜惨案  据孙金福、王阿四等老人回忆，1942年3月9日（农历正月廿三），日军机船从芦墟朝东行驶，途经村西的舍浜口，发现浜里停着一些船（为外地的逃难船），几个日本兵就把船上的青壮年赶上岸，一直赶到姚家浜村东，连同村上的群众30多人，一共106人，统统关在一间大屋子里，从上午10点多，一直盘问到下午2点多，然后进行屠杀，可怜这106人全部丧生。第二天，日军又到姚家浜烧毁房屋30多间、稻堆200多亩，杀死耕牛4头。日军的野蛮行径遭到一个名叫孙阿福、精神稍有失常的女子的怒骂，日本兵当场用枪将其打死。

莘塔是重灾区

凌家墙门、北酱园惨案  莘塔是这次大屠杀的重灾区。1942年2月21日上午，数百名日军从芦墟方向蜂拥而至莘塔。顿时，商店打烊，住户紧闭，行人奔跑，全镇陷于极度混乱与恐怖之中。

1942年初，时年16岁的胡金裕（现健在）与时年21岁的沈明希（现健在）、张金根（已故）一起在莘塔镇上被日军抓去当伙夫。当时，他们看到日军每天拷打被关押的镇民与周围的村民，还听到日军、汉奸在楼上审问、拷打当地三青团负责人许维桢的声音。

一天，他们看到凌家墙门弄堂里关押了60多人，后来全部被日军用刺刀刺死，然后纵火焚烧，凌家三个墙门的房屋几乎全部被烧毁，仅东墙门烧剩一些。遇难的人中有胡金裕的表哥芦阿根和胡金裕认识的唐玉泉等人。

胡金裕他们还知晓日军在大扫荡期间，在莘塔北酱园用刺刀刺死了许多无辜的百姓，其中有许伯寿（许生观的伯父）、张阿三、陆甫生（剃头匠，陆应生之父）和苏连生、苏其生（此二人为弟兄，苏州人，以做烧饼为生）等人，有芦墟城司村村民陆昌兴、吴大官、吴老夫、陈寿福等人。城司村村民陈通元因未刺中要害，倒地装死而幸存。

洋沙坑屠杀事件  芦墟与莘塔之间有一个湖泊，名叫洋沙坑荡，荡边有一个村，名叫洋沙坑村，日军在这里犯下了滔天罪行。据胡金裕、朱文华等老人回忆，日军在莘塔时，将当地三青团负责人许维桢、城司乡顾乡长、元北乡陈乡长、孙凤泉、王和官父亲等10余人手扎手捆绑在一起，押上“蒲鞋头船”，开到洋沙坑荡里全部枪杀、淹死。

当时，日军还在洋沙坑荡里烧掉了一只装了棺材的船只，船上人全部被烧死。

据姚金和、姚金生等老人回忆，此前，日军在洋沙坑村也进行了血腥的屠杀。1940年5月18日黄昏，小队日军追击抗日游击队到洋沙坑村东口中了埋伏，日军小队长被击毙。第二天，日军到洋沙坑疯狂报复村民。在村东田边杀害了4位老人，进村后，抓到13名中老年村民（1男12女），押到村东大屋场上，残忍地用铁鎝坌，用铁铲砍，除1女受重伤后被救活外，其余12人全部惨死。5月22日，日军又到洋沙坑施暴，杀害了唯一留在村上的15岁哑巴少年，并纵火烧毁了全村63户150余间房屋。

潘宝奎被害后一家人艰难度日  现尚健在的金家坝社区老人潘省庭回忆说，1942年，他当时13岁，父亲潘宝奎时年35岁，在莘塔药材店里谋生。当年刚过春节，日军对芦莘厍周地区进行大“扫荡”，潘宝奎目睹了日军在莘塔的暴行，心存恐惧逃至油车港避难。谁知刚到不久，日军汽艇也开到了这里。日军见潘宝奎后拖下船来叫其领路。潘因路径不熟，将日军领到贺家浜羊笔港后汽艇开不过去，日军顿时大怒，用机枪将潘扫死。潘死后，由于无钱，尸体停放在家中十余天。潘妻领着三个小孩（潘省庭下面尚有一妹，还有一弟，出生仅三个月）艰难度日。每过春节，本当是欢天喜地的时候，但对于潘家来说，是个悲痛欲绝的日子，潘省庭的母亲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潘省庭的一个同学名叫沈大奎，其父亲也被日军杀死，两人惜惜相怜，互为安慰，而在芦莘厍周地区像潘省庭、沈大奎那样失去亲人的家庭又何止百千！

枫字村变为“寡妇村”  潘省庭老人还亲见了日军屠杀枫字村村民的情景。潘省庭老家住在莘塔沈庄，隔荡角与枫字村相望。枫字村为一独脚圩，共有20多户人家。1942年2月下旬的一天，临近中午时分，潘省庭看见日军汽艇开至枫字村，上岸约2个小时后离去。日军汽艇刚走，只听得村上一片哭声。事后得知，村上青壮年被日军押至场上，然后用刺刀将其全部刺死，被害的人有二、三十人，其中有现健在的吴祥林的三个叔伯哥哥（吴顺林、吴信林，另一个做上门女婿出去的，已记不起姓名），吴祥林的伯父吴金生身中数刀，未死，成了瘸脚。东传村人姜采泉当时正在枫字村上作客，也惨遭杀害。枫字村经日军这一次屠杀，村上的男性青壮年几乎全部被杀尽，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北厍是又一个重灾区

北厍的位置，比芦墟、莘塔更加偏僻，交通也更加不便。1941年春，“忠救军”进驻后，利用这个地理因素，把它作为重要基地，不仅在这里架设电台，还在这里办过训练班，因此，北厍在这次大“扫荡”中成了又一个重灾区。

柳宅荷花池惨案  日军撤走后，单从吴江县第六区区长凌元培岳父柳锦明家荷花池里扒出来的尸体就有200多具。柳家的住宅是全镇最大的（当时柳家全部男女老幼都殉难在这幢宅子里），日军的司令部设在这里，抓来的群众也关在这里。关押的人除个别趁看守不注意，偷偷逃跑外，全部遇害。在遇害的人中，有全镇的保甲长。当时，日酋加藤威逼很紧，维持会交出了“保甲簿”，保甲长除了外出的全部被抓。起初，日军要他们指认“忠救军”，最后，把他们也杀了。因此，保甲长们的尸体在上面一层。据曾目睹扒捞尸体情状的老人诉说，死者上身衣服都已被剥光，下身少数还穿着长裤，多数只留一条短裤，而旁边的一个池塘里全是衣服。

当时正值冬天，可是因为尸体很多，又挤压在一起，已开始腐烂，满池血水，热气腾腾，底层扒上来的尸体已无法辨认，家属只能凭亲人所穿的裤子认领。池边满是尸体，死者家属呼天喊地，嚎啕大哭，真是惨不忍睹。

强令摸枪血案  1942年2月21日，日军大“扫荡”开始后，“忠救军”的几名报务员急忙将收发报机从镇南的墩头港转移到镇西的蛇垛港，接着丢下包括生活用品在内的全部东西匆促撤离了。村民怕受牵累，将收发报机藏在棺材里。后来，又担心人多嘴杂，走漏风声，再转移到北珠村独脚圩（小月圩）埋掉。谁知东西刚装上船，听到远处传来日军机船声，于是手忙脚乱，把部分物品掩埋在河岸边，收发报机及一支手枪扔在东长荡里。不料被汉奸告密，日军于3月5日下午，驾机船开进蛇垛港，搜查“忠救军”的收发报机和枪支。日军见保长潜逃，遂将其父抓住，先点火烧掉房屋进行威逼，然后将人装进麻袋当场摔死。同时，还将村上16名青年随船带往北厍，关押在柳宅，进行酷刑审讯。

3月6日，日军驾机船直驶北珠村，将群众集中在肖家场上，强令下东长荡捞枪支及收发报机。由于天冷、荡大、水深，摸了半天，仍一无所获，于是，日军勃然大怒，将20多名无辜村民全部杀害。

莲荡惨案  1942年2月27日，日军一艘机船开进金家湾前莲荡停泊，日军登岸去附近的庙港、东忙湾、西小港等村，抓了无辜群众20多名，逼交“支那兵”。日军见逼交无果，遂将被抓群众每两人合绑，用绳穿起，押上2只农船，摇进莲荡，任其在水上飘荡。然后，日军将机船开足马力，向农船拦腰猛撞，船上村民纷纷落水，有的当即下沉，有的奋力游向河岸。亲友见状，划船来救，日军放声狞笑，举枪射击，顿时泛起团团血水，30多村民在转瞬之间全部丧生。

柳亚子故宅大屋被烧为灰烬  大“扫荡”中的一天，1艘日军机船突然驶入东浜，登岸后狂叫搜捕“支那兵”，挨家搜查，乱抓村民60余人，当场杀害20多人。同日，邻村港上被日军杀害10多人，著名近代诗人柳亚子先生的故宅大屋也被焚烧为灰烬。

周庄也成了一个大屠场

1942年2月21日，日军先头部队数十人分乘两艘机船至周庄，散发“扫荡”传单，实施交通管制，商店被迫停市，百姓惊恐不安。次日晨，大批日军涌进周庄。数日内，日军将数百名“支那兵”押解到周庄小学内，滥施酷刑，肆意摧残。时值隆冬，日军将被押者脱去棉衣棉裤，拖至室外，在凛冽的寒风中施刑。经严刑拷打后，日军将被押者分批绑至镇东的东垞村鱼池旁残酷杀害。目击者回忆，日军杀害我同胞的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有用刀劈斩首的，有斩断手足的，有用刺刀戳胸掐肠的，有用枪击的，有用火烧、水溺的。

3月1日，日军押着8名遇难同胞往东垞，强迫镇上百姓出门观看。凶残的日军兵士用铁器穿入受害者的胸膛，鲜血直流，悲惨之极。百姓们皆掩眼闭目，不忍睹看同胞遭受如此痛苦。日军还唆使狼犬撕咬受害者，使其混身是血，自己则在一旁狞笑。最后，日军将受害者拖至水池边，先让其溺水，再用军刀砍杀，顿时，池中洒满了鲜血，数日不清。

3月2日，日军强令10余名百姓用木船装运关押期间受刑惨死的民众，船至东垞，待将尸体掩埋后，又将这10余名百姓杀害在鱼池边上，其中有一位名叫陈贻春的，受伤后侥幸逃离。

在死难的同胞中，有两位年青的女教师，分别姓朱与陶，抗战初期她们从苏州来周庄小学教音乐、美术，在校内宣传抗日救亡，深受学生爱戴。日军进驻周庄后，她们未及撤离，均落入日军魔掌。日军对她们百般折磨，最后，被惨遭杀害。

3月7日早上，日军竟将鲜血淋淋的遇难同胞头颅悬挂在镇中富安桥的桥楼上，再手持刺刀在全镇挨门逐户搜索，强令三、四百名青壮年前来观看。接着，将这些人押至北栅田野里，再由日本宪兵和汉奸，手捧户籍册，逐个核对身份，以从中查出“支那兵”。在查询时，稍有言语对答不详者，即遭鞭挞。东栅茶房职工张普生自认抗日人员，不涉他人，即遭五花大绑，于次日被日军杀害。在短短的10多天里，日军在周庄杀害我无辜同胞达200余人。

综上所述，日军在芦莘厍周大“扫荡”中，灭绝人性地烧杀抢淫，使这一地区的人民遭受了无比深重的苦难，据统计，共有约1700 人被杀。以前关于芦莘厍周大屠杀的死亡数字有几种说法，1987年陆景宣、金冶《追记芦、莘、厍大屠杀》一文中为“估计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不含周庄200余人）；1994年7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吴江县志》在《 芦莘厍周大屠杀》中说“被害群众有2373人”（不含周庄遇难人数）。经查阅吴江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查证“2373人”为国民党吴江县第六区区政府于1945年10月上报的难民数字（即需要救济的人员数字，此数字未包括周庄的难民419人）。与此同时，通过深入调查走访芦墟、莘塔、金家坝、周庄等地当时的亲历、亲见、亲闻人员，查阅芦墟、北厍、周庄等地地方志和民国时期及解放后的有关文章资料，经过统计整理归纳，得出约1700人这一数字。另有数量众多的群众在芦莘厍周大“扫荡”中被伤，数以百计的妇女遭受了日军的蹂躏摧残。另外，这一地区也蒙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共有近千间房屋被烧毁，难民达2373人（不包括周庄419人）。

另外，在查阅历史档案中，发现有2张财产损失的表格提到这次大屠杀。一是由抗战胜利后首任芦墟镇长的梅绍德签字的芦墟立成义印务局“财产损失报告单”，在其说明中写道：“苏嘉湖小三角地区由军委会苏浙行动纵队忠义救国军阮清源司令控制后，迭向沪杭一带工作，尤以（民国）三十年大除夕突击日丰田纱厂司令部后，遂遭敌恨，于正月初七（1942年2月21日）围袭芦墟莘塔北厍等乡镇，敌酋长谷川师团倾团历一个月始退，死难军民七千余人。”二是莘塔镇公所上报的凌元培等“财产损失报告单”，上云：“莘塔镇自吴江沦陷后即为本县游击抗战根据地之中心，敌军屡次进窥未能得手，直至（民国）三十二年（似是三十一年之误）二月，敌军纠集各路人马大举扫荡，盘踞二十余日，恣意烧杀，极尽暴行，人民牺牲数以千计”。这其中的“七千余人”和“数以千计”，也并非全不可信。因为，当时活动于芦莘厍地区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通过收编地方武装和散落在江浙沪毗邻地区的国民党杂牌军，成立有17个支队，现在虽没有这些部队的确切人数，但据知晓一些阮清源情况的人都认为他的部队人数较多。而在这次“扫荡”中，阮部伤亡也确实很大。同时，当地还有很多群众在“扫荡”中伤亡。

“芦莘厍周大屠杀”是70多年前发生在吴江的一大惨案。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世人一定要时刻铭记这样的悲剧，并绝对不允许再重演。

